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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藏海：范仲淹《师鲁帖》所见北宋士大夫通信行为 

胡珂 

[摘要]本文以现存范仲淹《师鲁帖》为线索，试图描述北宋士大夫通信行为的基本

状况。本文首先从《师鲁帖》的物质形态和书写形式出发，回顾了传统中国尤其是北

宋时代书信的写作材料和工具——笔、墨、纸、砚，展现了宋人的书信书写习惯。另

外，通过分析《师鲁帖》的基本结构，介绍北宋书信的不同文体、格式、礼仪等。其

次，根据范仲淹与尹洙之间的书信传递方式，本文分析了北宋士大夫的主要寄信渠

道：包括民间传递，即托人捎带和专人递送；官方邮递，即通过递铺进行不同级别的

邮寄。最后，本文从范仲淹《师鲁帖》以及其他书信作品的留存情况，探讨宋人对书

信的处理和保存，并尝试推测书信从私人领域进入公共传播的过程。 

[关键词]北宋；士大夫群体；通信行为；范仲淹 

 

“通信”，指人与人之间通过某种行为或媒介进行的信息交流与传递。通信行为不仅实

现信息流通，而且是人们建立和维护社会关系网络的方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整个社

会文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人类的通信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击鼓、烽火、旗语等视听手

段；以手写文字、图形和简牍、丝帛、纸张等为物质载体，使用人力、畜力及舟车等进行

传递的传统书信往来1；以电报、电话、电子邮件以及网络即时通讯工具为媒介的现代通信

等等。 

各种通信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传统的书信往来曾

经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在今人的日常生活中，它的地位正在被快速便捷的现代通信方

式取代。在目睹着传统书信逐步退向边缘的时代，笔者想要回头去看：传统的书信往来曾

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本文将以范仲淹《师鲁帖》为中心，探讨北宋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私人通信行为2。之

所以选择北宋士大夫这个群体，主要基于史料限制。现存的书信作品和实物中，比较早期

而且能构成可供研究的规模的，主要是宋代士大夫群体留下的。据研究，《全宋文》中所收

各种体裁的北宋书信超过一万篇，而其中有二十位著名士大夫留下的书信，其数量占整个

北宋书信数量的七成以上3。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宋代的中央

                          
1 这里的“文书”，指以手写文字、图形和简牍、丝帛、纸张等为物质载体的信息保存方式。 
2所谓“宋代士大夫”，特指宋代在科举制度下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官员，或有此意图的读书人。这

里的“通信行为”特指宋代士大夫的私人书信往来活动，不包括士大夫作为臣下给皇帝呈上的奏疏或代表

官府机构所写的公牍。 
3 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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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官制度和科举制度使士人在京城或全国各地游学、考试、做官，空间上的流动性大大增

加。第二，宋代的交通邮递条件提高，有了一套较为健全的递铺组织和文书传递制度，人

们的通信条件比前代更为便利。第三，宋代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使当时人尤其是政治

或文化精英的文字更容易得到保存和传播。 

选择范仲淹的《师鲁帖》为中心，一方面是因为范仲淹在北宋士大夫群体中具有一定

的代表性：他出身低层官僚家庭，经科举入仕，历知边郡，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并主

持了著名的“庆历新政”，仕宦经历比较典型。另一方面，对范仲淹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牵

动力，他与很多著名文人士大夫如晏殊、韩琦、富弼、欧阳修等都有往来，在士大夫群体

中处于核心位置。而且，范仲淹一生中经常在京师和全国各地任官，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

书信往来频繁，部分书信作品保存至今，既有文集中的数量可观书信篇目，也有手迹实

物，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远行帖》、《边事帖》和台北故宫收藏的《师鲁帖》1。鉴于编入

文集的书信作品脱离了原本的物质形态而难以说明很多问题，本文将以《师鲁帖》(见下图)

为中心，探索宋人的书信往来的具体过程。 

图 1：台北故宫藏范仲淹《师鲁帖》 

 

这封《师鲁帖》在宋代并未收入范仲淹文集或尺牍集，今人所编《范仲淹全集》中补

入2。这封信是庆历六年（1046）四月二十七日范仲淹自邓州（今河南邓州市）寄给时以崇

信军节度副使在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监酒税的好友尹洙的3。从《师鲁帖》出发，我们

                          
1 参考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 年，第 124-125 页。 
2 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点校《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707 页。 
3范仲淹《师鲁帖》提及“李寺丞行，曾奉手削”，而尹洙文集中《上邓州范资政启》（《河南先生集》

卷一〇，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第 46 页）提及托李丞带信，知《师鲁帖》在《上邓州范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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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宋人的书信写作、传递和保存过程进行探讨。 

一、写信 

1.工具 

范仲淹《师鲁帖》质地为纸本，纵 32.8 厘米，横 57.3 厘米1。宋人写字作画已经以纸

张为主，而纸张的出现以及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钱存训将中

国历史上书写材料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自最早时期起至公元 3-4 世纪用竹与木；自公元

前 7 世纪至公元 5-6 世纪为丝帛；自公元 1 世纪直至今日则使用纸张，而竹、帛共用的时

期约达一千余年，帛、纸共存约 500 年，简牍和纸并行约 300 年2。在纸张流行以前，简牍

和丝帛是主要书写材料，也应用于书信往来。现代考古发现了不少简帛书信的实物，其中

最早的简牍书信是 1976 年湖北云梦睡虎地 4 号秦墓出土的两件秦军士卒的木牍家书3，最

早的帛书书信是 1908 年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两件东汉帛书，都是驻山西北部成乐地方的官

员致敦煌边关某人的信，其一约 9 厘米见方，另一长宽 15×6.5 厘米，插入宽 6-7 厘米的丝

质信封4。汉代私人书信所用木牍长度规定为一尺，所以木牍书信称“尺牍”，与帛书书信

“尺素”都成为书信的别称。简牍沉重，不利于书信传递，丝帛昂贵，不易普遍使用，这

都限制了简帛质地书信的往来，纸张的发明和普及则改变了这种情况。据研究，纸张在西

汉已经出现并用于书写，但直到晋代才逐渐代替简帛，成为最主要的书写材料。隋唐以

后，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提高，纸张产量增加、价格降低，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包括

书信的书写和封装。 

宋代造纸业比较发达，产地众多，且因地制宜地使用不同的造纸原料。苏易简《文房

四谱》载：“蜀中多以麻为纸……江浙间多以嫩竹为纸，北土以桑皮为纸。剡溪以藤为纸，

海人以苔为纸，浙人以麦茎稻秆为之者绝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5宋代最主要

的纸种是竹纸和皮纸。竹纸出现于唐末，北宋以后在文人中十分流行，苏轼喜用竹纸，据

说“汪圣锡尚书在成都集故家所藏东坡帖，刻为十卷，大抵竹纸居十七八”6。竹纸成本较

低，不仅用于日常书写，还广泛应用于印刷业。除了竹纸之外，宋代另一种主要纸种是皮

纸。皮纸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出现，隋唐时期流行，主要用楮、桑、青檀等树皮所制，质量

                                                                          
启》之后。范仲淹自庆历五年十一月出外知邓州，而《师鲁帖》末署日期为四月，故将此信系为庆历六

年。曹宝麟《范氏父子三帖考》（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第 136 期）认为，尹洙庆历四年八月癸卯为起居

舍人，庆历五年七月自起居舍人贬崇信军节度副使，而《师鲁帖》中把尹洙称作“舍人”，因此断定此信

写于庆历五年。笔者认为，古人对人尊称多用最高官职，尹洙虽然已经贬官，范仲淹还是可能以其“舍

人”来称呼他。 
1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第 125 页。 
2钱存训著《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第 64 页。 
3见《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 年。 
4参考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第 86-87 页。 
5 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53 页。 
6 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一七“纸”条，《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70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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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宋代宣州、徽州等地都出产以树皮为原料的佳纸。纸是宋人书信的基本书写材料，

现存宋代尺牍几乎全为纸质。宋人喜爱佳纸，传说中南唐李煜所推崇的澄心堂纸，当时人

经常仿制和互相馈赠1。除了白纸，宋人还制作和使用染色或带有花纹的精美信笺，范仲淹

《远行帖》所用的纸就是纵 31 厘米、横 41 厘米的粉花笺2。 

宋人写信除了要用纸，还需要书写工具——毛笔、墨和砚。毛笔、墨和砚的生产在中

国传统社会经过长期的发展，在宋代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不可少的文具。中国古

代的毛笔主要包括竹制的笔管和用兔毫、羊毫、狼毫等制作的笔头，有时还包括笔套，现

存最古的毛笔来自战国时期，例如 1954 年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晚期楚墓出土的竹管兔毫笔

3。制作毛笔从汉代就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1972 年甘肃武威磨嘴子东汉墓中的两支毛笔，

上有人名，应为制笔工人名字4。北宋时开封为各地文人汇聚的首善之区，文人多从当地笔

工所经营的专业店铺购买毛笔。开封的大相国寺东面有很多笔肆，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一般

的日常用笔，但质量未称上乘。当时在文人中受到追捧的佳笔产自宣州，其中尤以唐代以

来的诸葛氏笔工所制最为著名。欧阳修收到梅尧臣所赠宣笔后，觉得远比开封笔工所制好

用： 

圣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笔。宣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紧心缚长毫，三副颇精

密。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京师诸笔工，牌榜自称述。累累相国东，比若衣缝

虱。或柔多虚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装管榻，有表曾无实。价高仍费钱，用不过数

日。岂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5 

除了宣州，宋代的舒城、歙州、徽州、常州、杭州等地也有著名笔工，苏轼喜欢使用杭州

产的毛笔，他自儋耳北归时与程德孺的信中曾提到“告为买杭州程奕笔百枚”6。南宋以

后，湖笔一家独大，却是后话了。 

墨和砚经常是配套出现的，现代考古发现最早的人造墨和砚，是 1975 年 12 月湖北云

梦睡虎地秦墓中发现的秦代墨和砚7。墨最初取自天然的石墨，魏晋以后，制墨的主要原料

是松烟，所以制墨中心在松树茂盛的地区8。砚又称“研”，即是用来研磨墨的砖石用具，

其形制随着墨的形状的变化而变化9。宋代主要用松烟墨，也有油烟墨。开封是文人汇聚

                          
1 例如蔡襄《澄心堂纸帖》，即是在一张作为样品的纸上写信，寄给别人要求按其形制仿造：“澄心堂纸

一幅，阔狭厚薄坚实皆类此乃佳。工者不愿为，又恐不能为之，试与厚直。莫得之，见其楮细，似可作

也。便人只求百幅。”（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第 180 页） 
2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第 124 页。 
3吴铭生《长沙左家公山的战国木椁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12 期。 
4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 年第 12 期。 
5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五四《圣俞惠宣州笔戏书》，中华书局，2001 年，第 767-768
页。 
6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六《与程德孺》第四通，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688 页。 
7见《云梦睡虎地秦墓》。 
8 晁氏《墨经》：“古用松烟、石墨二种，石墨自晋魏以后无闻，松烟之制尚矣。汉贵扶风、隃麋、终南山

之松……晋贵九江、庐山之松……唐则易州、潞州之松，上党松心尤先见贵；后唐则宣州、黄山、歙州、

黟山、松罗山之松。” 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 页。 
9 秦汉时代墨为丸状，因此砚附有研石，魏晋以后墨的形状变成可以手握的块状，研石就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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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也是行销笔墨的中心，例如墨工潘谷经常负墨箧行贩，或在大相国寺近佛殿处摆摊卖

墨1。北宋后期开封有很多著名墨工，《春渚纪闻》载：“崇宁以来，都下墨工，如张孜、陈

昱、关珪、弟瑱、郭遇明，皆有声称，而精于样制。” 2砚一般为石制，宋代以端溪石、歙

州石等佳石制作的砚很受重视。宋代的砚也有用砖瓦甚至玉石、陶瓷等材料制成的，士大

夫还会用古代砖瓦制砚，以求古雅。例如相州的魏铜雀台遗址古瓦经常作为制作砚的材料，

《春渚纪闻》载：“相州，魏武故都，所筑铜雀台，其瓦初用铅丹杂胡桃油捣治火之，取其

不渗，雨过即干耳。后人于其故基掘地得之，镵以为研，虽易得墨，终乏温润，好事者但

取其高古也。”3韩琦在至和三年（1056）知相州时就曾以古瓦砚分赠友人章岷、陈舜俞、

庞籍等人4。 

2.书写 

《师鲁帖》的文字由上到下、由右到左书写，每列字数不一。由上到下、由左到右的

书写方式，与中国古代人们使用竹木简牍时的习惯有关。毛笔书写的笔顺特点、竹木材料

纹理特征以及狭窄的简策只容单行书写等因素，形成了人们自上而下写字的习惯；而人们

书写时多用左手执简、右手书写，形成了文字从右到左的排列形式5。每列字数的长短不

同，是一种对收信人表示恭敬的礼节——“平缺式”。“平”即行文中提到受书人的称谓、

涉及受书人的有关情况，或以受书人为对象时，须另起一行，与前行平头；“缺”是遇到前

述情况时，不另起行，而空一至两格再书。“平”、“缺”之外，还有“抬头”的规定，即提

及帝后名称，不仅另起一行，还须高出他行一字6。这种做法一直到民国时期的书信中尚

存。 

《师鲁帖》是用行楷写成，虽然率意，仍然下笔方正，笔力遒劲。据现存宋人尺牍来

看，当时人多以楷、行或草体书写尺牍，其中又以行书为大多数。宋人尺牍的书写风格会

因收信对象与书信内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赵抃与友人的书信以较轻松古朴的钟繇风格

小楷书写，而致谢知府舍人的手启则以较为庄重严肃的颜体书写。蔡襄用澄心堂纸所写

帖，为了与佳纸相得益彰，故用小楷；而《脚气帖》抱怨足疾困扰，书以行书7。 

书信结尾的署押也是行楷所写，而北宋前期的书信中人们有时候会使用押记。范仲淹

                          
1何薳著，张明华点校《春渚纪闻》卷八（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22 页）载：“潘谷卖墨都下。元祐

初，余为童子，侍先君居武学直舍中，谷尝至，负墨箧而酣咏自若。每笏止取百钱，或就而乞，探箧取断

碎者与之，不吝也。”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载：“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近佛殿，孟家

道冠王道人蜜煎、赵文秀笔及潘谷墨。”（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2006
年，第 288 页） 
2《春渚纪闻》卷八，第 124 页。 
3《春渚纪闻》卷九，第 136 页。 
4 见韩琦《安阳集》卷二《答章望之秘校惠诗求古瓦砚》、《答陈舜俞推官惠诗求全瓦古砚》，第 419 页；卷

八《寄并帅庞公古瓦砚》，第 445 页。 
5 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第 141-142 页。 
6 朱惠良《宋代册页中之尺牍书法》，第 13 页。 
7 同上，第 16-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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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范仲温二子三郎、四郎的两通尺牍中均有“叔押报”字样1，这里所谓“押”可能是指原

尺牍使用的是押字。押字又叫花押、签押、押花字、花书等，一般认为起源于唐代草书，

因其难以模仿，可以作为具有个人特殊记号性质的签字，使用在文书或物品上，便于验证

2。签押者为了防止自己忘却或前后不一，还会将押字刻为印章，作为押字印3。押字的基

本功能是取代名字，宋代的皇帝、士大夫和平民使用押字作为独特的署名。宋代士大夫在

公文中经常使用押字，在私人书信中也有所应用，例如现存的宋人尺牍中徐铉《私诚帖》、

李建中《土母帖》都用押记代替署名4。北宋前期文人有押为“心印”的观念，认为押记可

以作为自己独特人格的标志，因此在书法作品中使用特别设计的花押，但在欧阳修“书如

其人”的观念流行之后，花押作为“心印”的功能就逐步消失了5。 

《师鲁帖》是一封简短的尺牍，只有一纸，实际上范仲淹的很多书信篇幅要更长，用

纸量相应也较大。由于信纸是书信内容的载体，一般来说书信信息量越大，通信双方交流

越深入，需要的纸也会越多。但是，人们还会为了表示对收信人的恭敬，刻意用多纸，这

种做法由来已久。赵和平根据敦煌书仪指出旧书仪有单书、复书两种，单书仅一纸，复书

为两纸或两纸以上，复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表示对收信人或者事件的尊重6。北宋士大夫中

有的人无论信息量的多少，上尊官书信都用三幅纸，语义重复而内容繁冗7。金传道《北宋

书信研究》中对三幅启书信有所研究，认为三幅启的第一幅启用于述事，或者庆贺对方加

官晋爵，或者感谢对方对于自己的照顾提携，而第二、第三幅启就是对收信人加以问候祝

愿，完全属于官场应酬。所谓三幅启并不一定是三幅纸，而是说以多纸为恭，一般少则三

幅，多至八幅8。 

书信在投递之前需封缄，单幅尺牍可以不用信封，直接将信纸左卷封合，在信纸背上

写收信人姓名地址。而比较正式的多幅尺牍就需要用信封，封皮上题收信人和发信人姓

名。书信封皮之外还可以再加一层“重封”，可以只写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私密性得到较

好的保护。 

3.礼仪 

《师鲁帖》的形式和结构反映了宋人尺牍的基本特点。据朱惠良《宋代册页中之尺牍

书法》一文对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人尺牍实物的考察，宋人尺牍基本结构有九个部

                          
1 《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上，第 658 页。 
2 关于押字的研究，参考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3 王廷洽《中国古代印章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 
4上海书店出版社编《宋元尺牍》，2000 年，第 2 页、第 4 页。 
5 何炎泉《押为心印——北宋文人尺牍中的花押》，《开创典范——北宋的艺术与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

故宫博物院，2008 年，第 629 页。 
6 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 年，第 373 页。 
7 司马光《司马氏书仪》（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7 页）卷一“上尊官时候启状”条：

“今人与尊官书多为三幅，其辞意重复，殊无义理。凡与人书，所以为尊敬者，在于礼数辞语，岂以多纸

为恭耶？徒为烦冗而不诚，不足法也。”  
8 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第 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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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具礼、称谓、题称、前介、本事、祝颂、结束、日期及署押1。范仲淹给尹洙的《师鲁

帖》因为施于亲密朋友之间，不用特别注意结构的完整性，只有七个部分：具礼、本事、

祝颂、结束、署押、题称和日期（见下图）： 

图 2：《师鲁帖》的结构分析 

 

《师鲁帖》末尾写有发信日期，是宋人信中需要包括的基本信息。信中不标日期可能

就显得疏忽甚至不敬，据说张耒如果收到没有日期的信，直接就扔掉，看也不看2。人们在

信中标明日期的做法可以让收信人了解发信情况，也便于查验书信是否到达。例如韩琦曾

在皇祐二年闰十一月初一寄信给范仲淹，不久又收到范仲淹来信，发现他们发信日期正是

同一天，于是又赋诗以寄：“闰首邮音得到无？使来还喜发双鱼。却思塞上经时问，恰是吴

中当日书。人邈江山神自照，道存忠义信从疏。昔年元白慈恩事，诗意虽同志未如。”3范

仲淹收到韩琦“闰首”来信和这首诗，回信说“在余杭捧闰首赐教……及示奇章，感叹荣

抃，为生平美事”4。  

要指出的是，尺牍只是宋人众多书信体裁中的一种，而且是形式比较自由的一种，《师

鲁帖》所能反映的书信形式也是有限的。宋人的书信体裁，包括“启”、“状”、“上书”、

“书”、“简”、“札”、“帖”等。其中启、状作为比较正式的应用文体，多为骈体，形式固

定，多为应酬文字。“上书”和“书”可以统称为“书”，以散文为主，也有相对固定的格

                          
1 朱惠良《宋代册页中之尺牍书法》，载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宋代书画册页名品特展》，1995 年，第 11
页。 
2 赵令畤著，孔凡礼点校《侯鲭录》卷八，中华书局，2002 年，第 196 页。 
3 韩琦《安阳集》卷六《与余杭希文资政经时两绝音问，忽得讯，正与近致书同日，因以诗寄》，《宋集珍

本丛刊》影印明刻安氏校正本，线装书局，2004 年，第 434 页。 
4 《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中，第 6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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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套语。而“简”、“札”、“帖”可以统称为“尺牍”，相对来说形式更为自由。不同体裁

的书信用于不同的对象和场合，因此也有不同的措辞和写作规范，这些规范在当时的书仪

著作中可以看到。宋初主要使用的是唐五代时期留下的书仪，但这些书仪逐渐无法适应当

时的需要1。宋人也开始根据现实需要制作书仪，如胡瑗《吉凶书仪》2，而司马光晚年所

撰《司马氏书仪》是现存最早的宋代书仪。南宋以后，不以“书仪”为名而具有书信写作

的范本和指南意义著作更加丰富3。 

通过作为书信写作范本的书仪著作，可以看到当时人的书信写作习惯。例如《司马氏

书仪》按照通信的对象和场合将书信分为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四大类，其中私书、家

书又包括“状”、“上书”、“启事”、“启状”、“手启”、“手简”、“书”以及给家仆的“委

曲”。这些不同类型的书信文体根据通信双方之间的尊卑和亲疏关系有所不同。私书按照官

位高低分为上尊官、上稍尊、与平交、与稍卑的书信；家书根据长幼亲疏分为“上祖父母

父母”、“上内外尊属”、“上内外长属”、“与妻书”、“与内外卑属”、“与幼属”、“与子孙

书”、“与外甥女婿书”、“妇人与夫书”、“与仆隶委曲”等。各种类型的私书中称呼、问候

语以及文末的客套，根据收信人地位有所区别4。宋代书信格式规范也在继承传统中不断发

展变化，司马光在“上尊官问候贺谢大状”末尾“谨状”注中提到：“旧云‘谨录状上，牒

件状如前，谨牒’，状末姓名下亦云‘牒’，此盖唐末属僚上官长公牒，非私书之体。及元

丰改式，士大夫亦相与改之。”5  

《司马氏书仪》中对书信的封皮、重封的格式和内容也有规定，还提到家书的重封上

要题“平安家书附上，某州某县姓某官”，加“平安”二字是为了不让家人担忧，因为“凡

人得家书，喜惧相半，故平安字不可缺，使见之则喜”6。传世尺牍中保存封缄的很少，其

中程元凤《拜呈提举郎中札子》保存了封缄，封题署全衔、姓与名，并于名上钤印“谨

封”7。宋人私印中有专门的书简印，用来钤在书简中和封口处，其中以“封”、“封记”、

                          
1 据《宋史·艺文志》，当时存世的主要有唐杜有晋《书仪》、郑馀庆《书仪》、裴茝《书仪》、郑洵瑜

《书仪》，以及五代刘岳《吉凶书仪》。《欧阳修全集·归田录》卷二称“（刘）岳当五代干戈之际，礼

乐废坏之时，不暇讲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时世俗所用吉凶仪式，略整齐之，固不足为后世法矣，然而后

世犹不能行之”，第 1940 页。 
2 胡瑗《吉凶书仪》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称其“略依古礼，而以今礼书疏仪式附之”（晁公武

著，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329 页）。 
3如《启札云锦裳》、《启札锦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类书类存目一著录两书，称不著撰人

名氏，亦不详时代，并认为两书体例相同。今残本《永乐大典》（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年）卷二二七

四九和卷二二七五〇存《启札云锦裳》的卷三、卷四；卷二二七六〇和卷二二七六二存《启札锦语》的卷

六、卷七。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认为两书之成都在宋宁宗以后，体例并不完全一致（中华

书局，2005 年，第 304 页）。另外，任广的《书叙指南》中提供了一些书信典故和写信常用语汇；孙觌

的《内简尺牍》本身也具有书信范本的意义。 
4 如“上尊官问候贺谢大状”文末写“谨具状 上问 尊候（申贺、上谢随事）谨状”；而“与平交平状”文

末为“谨奉状 起居（陈贺、陈谢随事）伏惟 照察谨状”。又如“上稍尊手启”文末的结束和署押写“谨

奉启 不宣 某再拜”；“与平交手简”为“不宣 某顿首”；而“与稍卑手简”则为“不宣 某 咨白”

（《司马氏书仪》卷一，第 5 页）。 
5《司马氏书仪》卷一，第 5 页。 
6《司马氏书仪》卷一，第 13-14 页。 
7 朱惠良《宋代册页中之尺牍书法》，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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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封”、“顿首”、“顿首再拜”最为常见，其他如“平安家书”、“鱼雁往来”、“中有尺

素”、“云间千里雁，足下一行书”1等等。 

二、寄信 

从范仲淹《师鲁帖》中可以看到他与尹洙之间的书信传递方式。信中第一句提到李寺

丞曾受尹洙之托将信带给范仲淹：“李寺丞行，曾奉手削，递中亦领来教。”据尹洙《上邓

州范资政启》：“李丞者专来相过，时归于邓。某又与李俱出门下，若遂无尺纸以奉左右，

则何以逃简慢之责？”2结合两信可知，李寺丞先去均州拜访监均州酒税的尹洙，然后返回

邓州，见知邓州的范仲淹。李寺丞与尹洙都出于范仲淹门下，因此尹洙托他回程时顺路给

范仲淹捎信。最后一句说“递中亦领来教”，所谓“递”，是指递铺，是宋代官方文书的传

递机构，也附递私信。从这一句可见，尹洙除了托李寺丞捎信之外，还曾通过递铺给范仲

淹寄信。从《师鲁帖》中可以看到宋代士大夫私人书信的两种主要传递方式：一是托人捎

带，二是通过官方邮递系统传递。 

1.民间传递 

虽然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官方邮递系统，但一般只传递公文，私人的书信则在很长

时期内缺乏有组织有系统的传递方式，而民间的主要传递方式就是托人捎带或专人递送。

宋代的人们私人书信方式也经常这样传递。人们会托人捎带书信很容易理解，就像上面两

封信所反映的，因为李寺丞正好来往于尹洙和范仲淹两处，自然可以顺路携带书信。有时

候士大夫之间的书信传递还会经过第三方甚至更多人周转。例如苏舜钦在苏州时，在回知

邠州的范仲淹的信中提到“道远且阻，不得上记以候起居，家兄封到闰月所赐手教一通”3

云云，可知范仲淹给苏舜钦的信是先寄到苏舜元处，再转给苏舜钦的。 

托人捎信毕竟需要时机巧合，一般情况下派专人递送是一种更稳当的方式，特别是有

了一定权力和资源的官僚士大夫，府内往往有随从，家中也有仆人，可以派去专门送信。

例如范仲淹在西北守边或出巡时，府内有“随行指使”。“指使”通常由低级武选官和禁军

诸班直担任，在边防帅守帐下接受调遣，或者充当高级官员的随行指使，听候使唤4。随行

指使可以办理各种事务，例如范仲淹有个指使魏佑，为他打理西京田庄5，自然也可以捎带

书信，例如庆历五年范仲淹自邠州寄给知扬州韩琦的一通尺牍中提到陕西盗贼之事，说

“今差指使党武诣府，试与指挥缉逐”，此后的一通则说“党武回，领钧诲” 6，可见这名

                          
1 孙慰祖主编《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 
2 尹洙《河南先生集》卷一〇，第 46 页。 
3 苏舜钦集》卷九《答范资政书》，第 112-113 页。 
4 赵冬梅《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65-166 页。 
5《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上《指使魏佑》，第 665 页。 
6 《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中，第 6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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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使回府时将韩琦所寄私信捎回。同一时期范仲淹给韩琦的尺牍中也经常提及自己收到韩

琦派府中随从送来的信：如 ：“递中一次领钧诲，又兵子来，复枉真笔”；“近走介自浙中

回，复枉钧翰” 1。皇祐二年，韩琦知定州时也经常派人送信给远在杭州的范仲淹：“专人

来，蒙赐教”；“专人复至，蒙赐教并示中山新作” 2。 

无论托人捎带还是专人递送，这两种方式都有一定的缺陷，托人带信相当缺乏稳定性

和时效性，而派专人递送书信虽然方便，却需要寄信人拥有相当的权力和资源。对于宋代

士大夫来说，私人书信传递与前代相比有了更便利的条件，可以通过官方的邮递系统来传

递私人书信。 

2.官方邮递 

中国古代的官方邮递系统长期以来仅传递公文，中唐以后一些握有权力的官僚士大夫

开始通过官方驿递附递私信，但这种做法并未获得制度认可。宋代始下诏允许士大夫通过

官方邮递系统附递私人书信。宋太宗雍熙二年（985）诏进奏院“自今的亲实封家书许令附

递，自余亲识只令通封附去”，自此开了私书附官方邮递的先例3 。家书附递的制度曾一度

废止，仁宗景祐三年，又诏都进奏院“自今内外臣僚，听以家书附递”4。这一制度的实

施，尤其使无力派专人送信的下层士大夫受益，《燕翼诒谋录》称：“景祐三年五月，诏中

外臣僚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盖臣子远宦，孰无坟墓宗族亲戚之

念，其能专人驰书，必达官贵人而后可。此制一颁，则小官下位受赐者多。今所在士大夫

私书多入递者，循旧制也。”5   

进奏院和递铺是宋代的邮递机构，士大夫利用它们来附递私书。作为官方通信组织的

“递”起源于唐代后期，宋代承唐制，以“递院”和“递铺”作为文书递送机构，并且递

铺与驿站分离，成为负责邮递的专门机构，由兵卒专门担任文书、物资的投递和搬运。进

奏院也起于中唐时期，宋代进奏院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收发各州府和京师之间来往的递

角。所谓“递角”，是说附递的书信要封装成角状，据《金玉新书》记载“文书应入急脚、

马递者，以皮角，步递以纸，折角各题某递字”6。范仲淹与朋友间的书信通常用递铺传

送，例如前文提到递中收到的尹洙书信。此外，范仲淹贬睦州时，与知谏院郭劝信说“递

中得兄金玉之问”7；与滕宗谅信中提到“递中捧来记” 8，而与韩琦的书信中更经常提到

自递中得到对方来信。范仲淹与家人的通信也用递铺，例如与朱氏三侄信中说“若欲来修

                          
1 《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中，第 674 页。 
2 《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中，第 677-678 页。 
3 《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四四“进奏院”条，第 2393 页。 
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五月条，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786 页。 
5 王栐著，诚刚点校《燕翼诒谋录》卷五，中华书局，1981 年，第 53 页。 
6 《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五，第 6456 页。 
7 《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下，第 685 页。 
8 《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下，第 6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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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请进奏院递中惠书相报”1。 

士大夫的私人书信利用递铺传递时，一般作为常程文书入步递，即最慢的一种。宋代

文书通过递铺投递时按照缓急分为步递、马递和急脚递三个等级，速度和程限不同。元祐

六年（1092）的规定是“事干外界或军机，及非常盗贼文书入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如无

急脚递，其要速并贼盗文书入马递，日行三百里……常程文书入步递，日行二百里”2。 

三种等级的传递方式不同，步递由铺兵脚走传送，马递由铺兵骑马传送，急脚递则是马递

和步递并存。 宋代士大夫的私人文书入步递，是为了不影响官方紧急文书的传递，但速度

远比马递和急脚递慢，安全性也较低。因此，宋代士大夫为求快速稳便，经常假公济私，

以私人书信附递急递铺。范仲淹与家人、朋友之间的通信中经常提及送信的“急脚”、“急

足”，如范仲淹守西北时通过急递给欧阳修写信辟其入幕府，因此欧阳修《答陕西安抚使范

龙图辞辟命书》提到“急脚至，得七月十九日华州所发书”3。范仲淹与范仲温尺牍中提到

“近已有书去。纯祐到，领得急足回来书”4；与王素尺牍中提到“前日遣急足赉书并酒

去”5。这里的“急脚”、“急足”虽然可能只是泛指急行送信的人，但不排除他们利用急递

铺传递私人书信可能性。北宋末年，因为士大夫私人书信入急递的情况频繁，造成官方文

书递角积压，徽宗崇宁四年的诏书称：“近来官司申请许发急递司局甚多，其间有将私家书

简并不依条入步递遣发，却旋寻闲慢官移或以催促应入急脚递文书为名，夹带书简附急脚

递遣发，致往来转送急脚递角繁多，铺兵疲乏，不得休息。”6 

宋代士大夫的书信传递条件已经比前代提高很多，但在传统的交通和邮递条件下，特

别是路途遥远或者社会局势不稳定的时候，书信传递的速度和安全性仍然难以保证。例如

庆历八年知邓州的范仲淹写给知成德军的韩琦信中提到“中间伏承有真定之命，以甘陵未

平，不敢邮中奉书，恐有遗坠”7，就是指庆历七年十二月韩琦自知郓州移知成德军（即真

定，今河北正定）时，由于此前十一月王则在贝州（即甘陵，今河北清河）发动的兵变未

平， 范仲淹担心局势动荡而不敢通过递铺给韩琦寄信。 

三、收信 

范仲淹的尺牍实物，只有《师鲁帖》等三篇保存至今，但是在宋代成书的范仲淹文集

和尺牍集中也收入了大量书信篇目。属于私人领域的书信，是如何进入公共领域的？已经

发出的书信，是如何收入文集的？ 

                          
1 《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上，第 660 页。 
2 《长编》卷四五七，元祐六年四月条，第 10939 页。 
3 《欧阳修全集》卷四七，第 1164 页。 
4 《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上，第 656 页。 
5 《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下，第 704 页。 
6 《永乐大典》卷一四五七四，第 6437 页。 
7 《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中，第 6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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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对书信的私密性有着明确的意识，不经人允许而发人私书，是不道德的行为。范

祖禹之子范冲对于涉及私人书信的行为很注意自律： 

发人私书，拆人信物，深为不德，甚者遂至结为仇怨。余得人所附书物，虽至亲

卑幼者，未尝辄留，必为附至……凡与宾客对坐，及往人家，见人得亲戚书，切不可

往观及注目偷视。若屈膝并坐，目力可及，则敛身而退。候其收书，方复进以续前

话。若其人置书几上，亦不可取观，须俟其人云“某所惠书云云，足下请观之”，方

可一看。若书中说事无大小，以至戏谑之语，皆不可于他处复说。1 

这段文字反映了当时人的隐私观念，同时也可以看到，对于宋人来说，书信的私密性是相

对的，只是在阅读别人书信时要先获得许可，而不是不能分享。 

不仅如此，宋代士大夫的书信还因为其文学和书法的独特价值被编入文集或书信专

集，从私人往来进入公开传播的领域。“书”、“启”、“状”这类比较正式的书信，写法上注

意谋篇布局，内容上有一个较为明确的主旨，其文学和思想价值也得到重视，宋代大部分

文集中都有专门类目。除此之外，宋人还会有专门的书信集。一类是刀笔集，一类是尺牍

集。“启”、“状”这种应用文类，具有固定的礼仪和格式，因此某些启、状类书信会集结成

专门的刀笔集，作为士人学习官场应酬之文的范本。这类刀笔集现在只见于书目著录2。而

尺牍的结集原因，金传道《北宋书信研究》总结为两种情况，一是子弟对先辈书札的收集

和整理，二是对尺牍作品文学价值的欣赏。范仲淹尺牍集属于第一种情况，而第二种情况

的尺牍集也比较多，尤其以苏轼和黄庭坚的尺牍为代表。尺牍篇幅相对短小，形式自由，

文风比较口语化，内容也往往没有特别明确的主题，更加实用，而这种特点也就使尺牍更

直接地反映出作者的个性、文采乃至思想。 

已经寄出的信如何搜集起来并收入文集？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文集或尺牍集

的编者从收件人处搜集了书信原本。范仲淹尺牍中保存最多的是与范仲温、朱氏三侄和韩

琦的信，除了本来与他们的书信来往频繁外，可能还因为他们家中集中保存了范仲淹的书

信，且便于范纯仁等人得到。显然，这也就说明收信人的家中还保留着当年收到的书信。

例如蔡襄有一次开箱子看见保存亡友的书信，有诗感慨“旧情留纸札，永恨入丘坟”3。事

实上，宋代尺牍原件保存至今者仍有不少，并成为一类重要的书法作品。 

尺牍作为短短数行、日常施于家人朋友之间的实用性文字，相对于正式的书法创作，

更能体现出作者的真性情，具有独特的书法价值。欧阳修曾论：“所谓法帖者，其事率皆弔

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盖其初非用意，而逸笔

余兴，淋漓挥洒，或妍或丑，百态横生。批卷发函，烂然在目，使人骤见惊绝。徐而视

                          
1 吕祖谦《少仪外传》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50-51 页。 
2 郑樵《通志》卷七〇《艺文略第八》：“王勃《刀笔》，一卷。薛逢《刀笔》，一卷。丁晋公《刀

笔》，一卷。刘邺《凤池刀笔》，一卷。杨文公《刀笔》，三卷。宋景文《刀笔》，二卷。……刘筠《刀

中山笔》，一卷。《渔阳刀笔》，一卷。”（郑樵著，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
年，第 1794-1795 页） 
3 蔡襄著，吴以宁点校《蔡襄集》卷五《发箧得亡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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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其意态愈无穷尽。故使后世得之以为奇玩，而想见其人也。”1 宋人对尺牍书法价值的

重视，可能也是原件得以保留的原因之一。 

第二种可能是，文集或尺牍集的编者根据写信人当时所保留的副本收录某些书信篇

目。例如司马光所谓“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2，也可见当时人所上奏疏都有副稿。范仲

淹的奏议集就是来自家藏副本，韩琦《文正范公奏议集序》称：“公之所陈用于时者，大则

恢永图，小则革众弊，为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稿所存，烂然可究……次子寺丞君缉公

遗文，得奏议一卷，政府论事二卷。”3宋人奏议有副稿，那么在写作某些重要的书信时，

也可能保存有副本4。宋人书信的副本，可能是信件写完后的备份，也可能是写信前的草

稿。宋人写作尺牍时可能会起草，杜仁杰《欧苏手简序》就提到：“至于尺牍，艺之最末者

也。古人虽三十字折简，亦必起草，岂无旨哉？”5如果人们在信件寄出后还保留着草稿，

那么未来也可以收入文集。 

书信在被编辑的过程中也会遗失很多信息。文集和尺牍集的编辑本来就是为了体现作

者的文学、思想水平，或者后人为了光大先人的道德功业，自然要选择性地保留他们觉得

正面的和重要的篇章，删去有碍形象的部分。例如范纯仁在编撰范仲淹文集时删掉了反映

范、吕解仇的《上吕相公书》，就是不想让人看到范仲淹与吕夷简之间关系并非那么敌对，

而这封信在吕祖谦所编《宋文鉴》中保存了下来。而且尺牍集的编辑者看来，收录尺牍作

品的意义在于向后人传达作者的文学水平、学术思想和道德观念等，而某些套语就可以删

去，对比某些宋人尺牍集内的文字与现存尺牍原件，我们会发现尺牍集中收录的书信内容

结构往往不完整。 

结语 

从《师鲁帖》出发，本文对北宋士大夫的通信行为进行了描述。通信行为使信息跨越

空间而传播，将分隔异地的人们沟通起来，使人与人实现远距离的交流，所谓“四海尺

牍，千里相闻，迹乃含情，言唯叙事。披封不觉欣然独笑，虽则不面，其若面焉”6。通信

行为以实体的书信文本为载体，书信文本所包含的礼仪、文学和艺术价值，使通信行为可

以充当士大夫之间建立和维护关系的工具，可以成为文人和学者之间进行学术和文艺交流

的方式。 

在传统书信往来过程中，写信、寄信和收信的周期经常会长达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

而现代人通过电话、手机、Email、MSN、QQ 甚至微博等通信工具，可以迅速而直接地进

                          
1《欧阳修全集》卷一三七《晋王献之法帖跋尾》，第 2164 页。 
2 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九《与范景仁书》，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27 页。 
3 韩琦《安阳集》卷二二，第 488 页。 
4 据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刘浦江老师提示，周一良先生所写的信件皆有副本，犹存古风。 
5 杜仁杰《欧苏手简序》，转引自祝尚书《〈欧苏手简〉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 年第 3 期。 
6 张彦远辑，洪丕谟点校《法书要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 年，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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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交流，这是古人无法企及的。然而，现代人在享受信息传通的高效和便捷的时候，同时

也丧失了传统书信往来的庄重性、严肃性。人们在写电子邮件、发短信、写微博的时候，

用语和格式都相对随意，所传播的信息也趋于碎片化。而且，用键盘敲击出来的文字，也

只是纯粹的符号，丧失了手书所具有的活气。 

在传统书信往来的过程中，人们会在写信时谋篇布局，遵循一定的礼仪和规范，这样

写出的书信不仅能够传情达意，而且是供人品味的美文。在没有电脑和网络的时代，人们

用纸张、笔墨凝神静气书写出来的文字，记载着书写者的性格甚至当时的心情，哪怕短短

数行，也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收到远方的人寄来的精心书写、封装的书信，是一件人生

乐事，陆游有诗描写自己收到一封书信时的情景： 

庭中下乾鹊，门外传远书。小印红屈蟠，两端黄蜡涂。开缄展矮纸，滑细疑卵

肤。首言劳良苦，后问逮妻孥，中间勉以仕，语意极勤渠。字如老瘠竹，墨淡行疏

疏。诗如古鼎篆，可爱不可摹。快读醒人意，垢痒逢爬梳。……1 

现代通信意味着方便和快捷，也意味着人们必须在这个疯狂旋转的世界中争分夺秒。

而在传统的书信往来过程中，信息传递的速度要缓慢许多，但也正因其“慢”，才饱含着现

代通信所逐渐丧失的韵味。 

The writing of letters in the Northern Song China: 

a case study of Fan Zhongyan’s extant letter 

Abstract 

By analyzing one of Fan Zhongyan’s extant letter which was written to Yinzhu, 

this paper tries to describe the main and basic situation of correspondence among the 

scholar-officials in the Northern Song China. 

In the first part, from the external features, handwriting style and the basic 

structure of Fan Zhongyan’s letter, this paper reviews the instrument and material of 

writing in traditional China, include the so-called Four Treasures: the brush, ink stick, 

ink stone and paper, and  discusses the letter’s phraseology, style and etiquette in the 

Northern Song China. 

 Moreover, base on the analysis of the way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an 

Zhongyan and Yin Zhu, this paper shows how the scholar-officials deliver letters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they would ask friends or servants to send their letters or 

use official postal service.  

 Fin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servation of letters and investigates how these 

                          
1 陆游《陆游集》卷一《寄酬曾学士学宛陵先生体，比得书云，所寓广教僧舍有陆子泉，每对之辄奉

怀》，中华书局，1976 年，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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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ters disseminated from private sphere to public communication.  

      Keywords: the Northern Song China, scholar-officials, the writing of letters,  

Fan Zhongyan 

 

作者简介：胡珂。女，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中华书局编辑。 


